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霍窑位于山西霍州市白龙镇陈村, 是我国古代

北方地区的重要瓷窑之一。1975年 ,故宫博物院的

学者在临汾地区文化局的协助下调查了该窑址 , 并

将之认定为元代霍州窑址 , 此后 , 一些学者根据调

查资料对霍窑遗址的烧造情况进行了介绍 [1], 霍窑

逐渐受到古陶瓷研究者的关注。

与其他古代名窑相比 , 霍窑没有显赫的名声 ,

在有关霍窑的古代文献记载中难见赞誉之词。我国

古陶瓷研究者对霍窑瓷器进行评述时 , 也明显地受

到古文献作者态度的影响 ,以至于产生了一些不够

中肯的认识。鉴于此 ,本文对霍窑的产品特点和制

瓷成就等若干问题进行梳理和探讨,恳请同仁指正。

一、对文献记载的辨识

我国明清文献中对霍窑的记述很多 , 但大多数

都是寥寥数语,非常简单。

曹昭《 格古要论》卷之七“ 古窑器论”中“ 霍器”条

中载“ 霍器出山西平阳府霍州”,“ 彭窑”条中载“ 元朝

戗金匠彭均宝 , 效古定器制折腰样者甚整齐 , 故名

曰‘ 彭窑’。土脉细白者 ,与定相似 , 比青口欠滋润 ,

极脆,不甚直钱。卖骨董者称为新定器,好事者以重

价收之,尤为可观”。

高濂《 燕闲清赏笺·论定窑》中载 :“ 元时彭君宝

烧于霍州者名曰霍窑 , 又曰彭窑 , 效古定折腰制作

甚工 ,土骨细白 ,凡口皆滑 ,惟欠润泽 ,且质极脆 , 不

堪真赏 , 往往为牙行指作定器 , 得索高资可发一

哂。”

朱琰《 陶说》卷二《 古窑考》中载:“ 又有元朝彭均

宝者 ,效定器作折腰样者甚整齐 ,曰彭窑 , 时称之为

新定。”

另外 ,《 留青日札》、《 文房肆考》、《 博物要览》、

《 景德镇陶录》、《 窑器说》以及撰写较晚的《 瓷录》、

《 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》、《 瓷器概说》、《 瓷史》、《 磁

论》等书对霍州窑也有记载 ,在描述上大同小异 , 此

不赘述。这些记载是我国古陶瓷研究者经常分析和

利用的资料, 由此在归纳霍窑瓷器特点时, 受其影

响,“ 仿定、质脆”也成为其重要标志。文献记载中所

蕴含信息的积极意义当然不容置疑 , 但也需要仔细

思考, 更进一步地探求真相。下面就文献中涉及到

的问题谈一些笔者的认识。

1.对于“ 霍窑”和“ 彭窑”之间的关系 , 目前主要

有三种认识 :第一种观点赞同文献所述“ 彭窑”即是

“ 霍窑”,这也是当前学术界最流行的观点。《 中国陶

瓷史》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证 , 并认为“ 彭窑

是以人得名,霍窑是以地名得名,彭窑实际上就是霍

窑”[2]。第二种观点以叶佩兰女士为代表,认为“ 彭均

宝所仿定器应该是霍窑中的一个品种, 彭窑实际上

不等于霍窑”[3]。第三种观点认为彭窑是霍窑的一个

窑口[4]。

“ 彭窑”因人得名和“ 霍窑”因地得名是毋庸置

疑的。自金代开始,“ 霍州”作为地理区划名称延续

至今[5],而霍窑的烧造历史也恰好始于金代 , 结束于

明代。作为指代一个烧造历史悠久的窑场的名称 ,

“ 霍窑”在时间跨度和空间范围上则更具优越性。

“ 彭窑”一词则具有特定的阶段性 , 仅仅是元代彭均

宝“ 效古定器”时霍窑的代称 ,如果将金代或明代霍

窑瓷器称作是彭窑瓷器似乎有些牵强。因此,“ 彭窑”

应视作是“ 霍窑”整个发展历史中一定时期内(“ 效古

定器”时) 的称谓。

2.彭均宝“ 效古定器制折腰样者”是否说明彭窑

为仿定窑场并应纳入定窑体系?目前有许多种观点,

持肯定态度的较为多见。《 中国古陶瓷图典》介绍霍

窑时称“ 金、元之际以仿定窑为主”[6], 并将霍窑看作

是定窑系的主要窑口之一 [7]。持否定态度的以水既

生先生为代表, 他认为霍窑没有仿定窑,“ 是在自己

技艺基础上的延续与发展”,“ 霍窑元代以前的白瓷,

就有很高的水平”[8]。陶富海先生则认为霍窑“ 和同时

期的鹤壁窑存在某种交流关系”[9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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窑场之间是否存在仿烧 , 应该从烧造方法、造

型、装饰等方面进行全面对比和分析 , 而不应简单

的以“ 形似”判断。然而这些因素却往往被古陶瓷研

究者所忽略 ,以至于经常见到将一些具有浓厚本土

特色的窑场附属到一个名气较响亮的窑场上 , 并形

成所谓的“ 窑系”,这种攀附的习惯对古陶瓷的深入

研究极为不利。霍窑是否效仿定窑 , 也应从这些方

面探讨和研究。从烧造工艺上看 , 金元时期霍窑叠

烧、小支钉支烧与定窑北宋后期以后流行的覆烧工

艺完全不同。在造型方面,除了折腰盘以外,其他样

式的瓷器难以看出霍窑有仿定窑痕迹 , 霍窑金元时

期流行的小碗、盘以及元代流行的高足杯与定窑产

品毫无相似之处。北宋时期 ,景德镇等南方地区窑

场也生产折腰盘 , 如江西婺源北宋宣和二年( 1120

年) 汪路墓、婺源靖康二年( 1127 年) 汪路妻张氏墓

出土有青白瓷折腰盘[10]。北宋后期至金代,定窑生产

多种样式的瓷盘 , 折腰盘只是其种类之一 , 并非盘

类的主流产品。另外 ,金元时期的钧窑也生产同类

产品,如故宫博物院藏有的 1件此式瓷盘[11]。所以 ,

折腰盘的器形是否最早出现于定窑 , 霍窑折腰盘是

自己创烧还是模仿某一个窑口 ,这些问题还需要更

多的证据来解决。在图案装饰方面 , 霍窑以素面为

主 , 凡是带有图案的瓷器全部是印花工艺 , 而定窑

瓷器存在着印花和刻花两种工艺 , 纹饰也较霍窑瓷

器清晰 ,纹饰题材的选择和图案的布局方面上也存

在着许多差别。在施釉技术方面 , 定窑瓷器除口缘

和足缘处无釉外 , 其余部位施全釉 , 而大部分霍窑

瓷器的足底则露着胎 , 甚至在瓷器外壁施半截釉。

而到了明代 , 霍窑生产白地黑花瓷器 , 和定窑瓷器

更没有类同性。因此 ,霍窑与定窑之间并不存在直

接的技术交流 ,以特定历史时期内个别产品外观的

“ 形似”而认为霍窑仿定以及属于定窑体系是不科

学的。

至于彭均宝“ 效古定器作折腰样”的记载 , 笔者

更倾向于是营销策略的产物 ,可能是彭均宝等霍窑

生产者的广告宣传 ,借定窑之名气来抬升霍窑产品

的地位。

无独有偶 , 熊海堂先生在《 东亚窑业技术发展

与交流史研究》一书中介绍了一个非常相近的例

子 , 高丽青瓷大量模仿中国北方民窑的造型与装

饰 , 宋代徐克在《 高丽图经》中写道高丽青瓷“ 类定

( 窑) ”一类的文字,因此造成高丽青瓷曾接受过中国

北方制瓷技术影响的错误判断。通过窑炉、窑具、燃

料等方面的分析, 结果显示朝鲜半岛与中国南方在

技术层面上具有直接的联系, 而与外观比较所得的

结论完全不同[12]。

3.胎壁薄是导致霍窑质脆的直接原因。在前述

明清文献中 , 可以见到对霍窑瓷器“ 极脆”的记载。

同样 ,《 中国陶瓷史》介绍霍窑时称“ 霍器极脆 , 用手

能把瓷片折断 , 那是由于胎中含铝( Al2O3) 量高 , 温

度尚嫌不足的缘故”,“ 难以久传”[13]。这种对质脆的

过分强调,一方面容易忽略其成因,另一方面容易形

成霍窑瓷器质量低劣的假象。中国古代北方地区的

瓷胎一般属高铝质胎 [14], 所以胎中含铝量高是北方

地区许多窑场产品的共性, 并非霍窑所独有。金元

时期,霍窑胎质之所以显脆,可能与高铝质胎和烧成

温度有关系,但其主要原因就是胎壁太薄,有的甚至

薄可透光。除了一些制作极薄的瓷器口沿外, 笔者

没有发现霍窑瓷器酥脆到可以用手折断的程度 , 特

别是瓷器的底部, 非常结实。霍窑瓷器拥有着广阔

的北方市场, 质地酥脆的瓷器并不可能经过长途颠

簸抵达北方草原地区, 也不可能为当地的民众所青

睐。而在元代的北方地区, 其他窑场难以生产出此

类薄胎瓷器, 如果其他窑场也将其产品制作成类似

薄度, 恐怕也同样显脆。明代的霍窑所生产的白地

黑花产品将瓷胎加厚,其坚实度也大幅度增强,并不

逊色于同时期的其他北方窑场产品。因此, 在总结

金元时期霍窑瓷器的特点时不应该过分强调质脆 ,

而应该注意到其胎体薄且轻的特点。

二、霍窑瓷器特点

霍窑的延用时间比较长,历经金、元、明三代,霍

窑产品的技术工艺和特征也是在随着时间发展而不

断变化。过去由于霍窑产品的考古学材料较少 , 严

重地妨碍了人们对其详细面貌的认识。在一些学者

的论著和文章中, 也常常出现将各个时代的产品混

淆在一起的情况。鉴于此, 笔者结合其前所掌握的

考古材料以及众多前辈的研究成果, 将霍窑瓷器的

特点按时代总结介绍如下:

霍窑在金元时期主要生产白胎瓷,胎土细白、胎

壁薄是此窑的重要特点, 这种薄胎技术不适宜于生

产形体较大的产品, 所以该时期的霍窑产品都显得

秀巧轻灵。霍窑白釉瓷器的口部都施釉, 不同于定

窑的“ 芒口”,正如明人高廉在《 燕闲清赏笺》中提到

的霍州窑瓷器“ 凡口皆滑”。霍窑瓷器轻灵的胎壁还

使其所用支钉的体积非常小巧,端头比较尖,在器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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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一 内蒙古额济纳旗元代亦集乃路故城出土的霍窑白瓷标本

内留下的支钉痕非常小,如米粒状。

金代的霍窑瓷器烧造方式以砂圈叠烧为主 , 小

支钉支烧方式较少使用 ,叠烧而成的器物内底刮釉

一圈( 涩圈) 。瓷器釉色呈白色,较为透亮,但不稳定,

部分瓷器釉色略偏青黄 , 釉厚处泛青 , 器物的足底

露胎 , 部分瓷器的外壁施半截釉 , 施釉前上白色化

妆土。器形有碗、洗、盖罐等。小碗是金代霍窑最常

见的产品 ,形体较小 ,口径 10 厘米左右 , 或为素面 ,

或印六条分布均匀的竖凸直线 ,或在内壁印饰花叶

纹、水涛纹、蔓草纹、海马纹等图案,内底中央饰团花

纹饰 ,水涛纹以多重弧线条构成。这些纹饰的线条

非常细腻 ,在其他瓷窑中比较少见。北京故宫博物

院藏品中有一件带纪年款识的霍窑碗 , 内壁印花 ,

外壁施半截釉 , 露胎处墨书“ 明昌四年柒月初四三

李置到”[15],这是金代晚期的一件非常有代表性的霍

窑瓷器。山西博物院的藏品中有一件霍窑白釉盖

罐 [16],罐肩刻一周卷草纹,是金代霍窑所制作的一件

比较精细的瓷器。

元代霍窑瓷器的烧造方式基本不见砂圈叠烧 ,

以小支钉支烧为主,在器物内底留有 3～5个米粒状

大小的支钉痕,最常见的是 5个,一些残留在器足的

支钉呈三角状。釉色比较稳定,颜色白且透亮。大部

分瓷器的外壁露胎处都有旋刷痕 , 足底露胎 , 圈足

较小,挖足过肩,圈足足壁向外斜侈,略呈喇叭状,一

些瓷器的圈足足缘斜切。大部分瓷器的表面无任何

装饰 , 少量瓷器在内底装饰印花图案 , 有的图案中

央模糊,边缘清晰。元代霍窑瓷器的器形有折沿盘、

侈口弧腹盘、侈口浅腹盘、侈口折腹盘、碗、高足杯

等。碗的形体较小,无任何装饰。高足杯以足柄与杯

身相粘接而制成 , 形制种类较

多 , 大小不一 , 口部主要分为侈

口和撇口两种, 足为喇叭形足。

根据足部具体特征又可分为三

种类型, 第一种无任何装饰 ,第

二种呈竹节形 ,第三种有斜竖的

条形纹。绝大部分高足杯都无任

何装饰,足柄内无釉。此外,还有

一种杯的杯身与高足杯相同 ,但

足柄比较低矮 ,属于高足杯的一

个变种。折沿盘的下腹平折 ,有

的折沿盘将腹部压制成花瓣状 ,

盘内印有花叶纹,有的折腹盘的

腹部较深 ,器形介于盘、碗之间。

折腹盘在内蒙古地区仅发现于包头燕家梁遗址元代

晚期的窖藏当中 [17], 而在该遗址的元代早中期地层

中却没有发现这类瓷器。如果这类型折腹盘即是彭

均宝所烧造的“ 效古定”“ 折腰样式”,彭均宝创烧“ 仿

定”烧制“ 折腰样式”时间也很可能是在元代晚期。

明代霍窑的产品风格较之金元时期有了很大的

改变 ,胎壁加厚 ,胎土也不及金元时期细白 , 甚至泛

浅灰色。在烧造方式上仍然以支烧为主, 但支钉变

大, 留在器物内底和足底的支钉痕也相应变大。除

了白釉以外,有的瓷器釉色泛青或泛黄,足底一般露

胎。器形有碗、盘、高足杯、罐、瓶等,碗、盘、高足杯的

下腹部斜折, 转折处的内壁有一圈凸起的楞线。开

始使用釉下黑花装饰,图案风格多样,有松鹤、花鸟、

麒麟、螺旋状缠枝花卉、文字铭文等。罐的造型口大

底小,丰肩鼓腹,下腹敛收,圈足外撇,肩部绘螺旋状

的缠枝花卉,腹部绘缠枝花卉或树木花草[18]。

三、生产与销售

霍窑虽然没有从定窑汲取烧造工艺, 却与周围

窑场有着比较频繁的技术交流, 是在和周边窑场交

流以及自身创新的情况下不断发展的。霍窑与介休

窑不仅在地理位置上相邻, 在技术层面上也存在着

近缘关系。介休窑基本上是一个沿着自己的生产轨

迹不断发展的窑场, 其烧造方法是匣钵垒装套烧工

艺, 即将盘、碗等圆形器类制品在一件匣钵中垒装

2～4件,在底足上粘接 3～5个小支钉 ,烧成后 ,碗、

盘内留有很小的支钉痕 [19], 这与霍窑的烧造方法非

常相似。霍窑烧造白瓷的测试窑温工具与介休窑相

同,为环状测试具[20]。由于介休窑的烧造历史较早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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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二 蒙古国元代和宁路故城遗址内的霍窑白瓷标本

霍窑作为后起窑场 ,很可能借鉴了介休窑的烧造技

术,并在烧造实践过程中将这一技术传承和发扬。

金元时期, 霍窑瓷器有着广阔的北方市场。笔

者曾参加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前旗元代集宁

故城遗址的考古发掘 ,该城始建于金章宗明昌三年

( 1192年) ,该城的金代晚期地层中就发现了一些霍

窑瓷器[21]。这表明至迟在金章宗明昌年间,霍窑瓷器

已经进入了内蒙古地区的贸易市场。但是在元代集

宁故城遗址的元代初期地层中 ,却很少发现霍窑瓷

器 ,这可能是受金末战争的影响而使销售渠道出现

中断。金、元的军队在霍州地区发生了数次战役 [22],

霍窑在此期间可能间断地烧造 , 甚至出现停产。到

了元代后期 , 霍窑瓷器除了在山西一带销售外 , 积

极向各地拓展市场 ,河北磁县的南开河沉船曾发现

两件霍窑白釉高足杯 [23], 杭州市的元代瓷器窖藏中

也发现有霍窑托盘和柄杯[24],另外,霍窑瓷器也重新

进入广阔的北方市场。元大都 [25]、元集宁路故城 [26]、

包头市燕家梁遗址[27]、元代亦集乃路故城[28]也发现了

许多霍窑瓷器( 图一) ,这个区域涉及到从现今北京

地区到内蒙古西部的额济纳地区之间的广阔的农

牧结合区域。笔者对蒙古国元代和宁路故城遗址进

行调查时 [29], 在城内的地表上也发现了许多霍窑瓷

器碎片,主要为高足杯、小碗、盘的残片( 图二) ,由此

看来 , 霍窑瓷器曾经被转运到蒙古国漠北地区 , 其

营销范围有可能通过和宁路故城向更为广阔的北

方地带扩展。但是,同其他窑场的瓷器相比,霍窑在

各个遗址出土瓷器总量上所占的份额比较小 , 这反

映了霍窑在元代的生产规模并不是很

大。

明代曹昭《 格古要论》中“ 不甚直

钱”的记载并不能反映元代霍窑瓷器当

时的市场价值。霍窑瓷器不仅发现于元

代集宁路故城遗址、包头市燕家梁遗

址、杭州市的元代窖藏中 , 同时还发现

于规格较高的元大都后英房居住遗址

内[30],这表明霍窑白瓷在元代有别于普

通日用粗瓷,是深受民众珍爱的瓷器品

种之一 , 其精细的工艺 , 也在上流阶层

受到欢迎。

元代的霍窑瓷器之所以会扩展到

广阔的北方市场 , 其原因主要有四方

面 :第一 , 北方制瓷业整体出现衰落趋

势,大部分窑场所产瓷器以日用粗瓷为

主 , 白釉瓷器胎厚而釉色泛青黄 , 很难

见到质地细腻、釉色白净的瓷器,而霍窑白瓷则以其

上乘的质量成为白瓷的佼佼者。第二,彭君宝“ 效古

定器制折腰样”使霍窑瓷器名声大噪,为霍窑瓷器带

来了非凡的广告效应。第三, 元代发达的驿站制度

促进了商品物资的流通 , 元英宗至治三年( 1323

年) ,“ 霍州站马五十四匹”[31], 霍州驿站是当时冀宁

( 太原) 至平阳( 临汾) 之间的重要驿站之一。第四,元

代的牙行为商品贸易提供了便利的条件, 甚至有专

门的“ 磁器”牙行[32]。

到了明代 ,霍窑虽然极力改进产品 , 转变风格 ,

但是仍旧与北方地区的其他窑场一样 , 市场竞争力

较弱,这主要是受到了两种因素的影响。第一,明王

朝以长城为界进行统治, 使包括霍窑在内的北方窑

场丧失了北方广阔的贸易空间。第二, 南方以景德

镇为中心的制瓷业的异军突起, 其产品基本上垄断

了全国各地的市场。景德镇青花瓷、釉上彩瓷、颜色

釉瓷等多种类型的瓷器,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,

都给北方制瓷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。从山西洪洞、

临汾、浮山、垣曲等地出土霍窑白地黑花瓷器的情况

来看, 明代霍窑瓷器的行销范围可能主要在霍州以

南的山西南部地区[33],仅作为普通民用瓷器使用。

同其他窑场相比 , 霍窑瓷器的风格独树一帜。

霍窑白瓷的造型秀雅灵巧 ,在胎壁厚度和支钉的运

用方面达到了极致化, 成为中国古代白瓷中的一个

特殊类型。秦大树教授认为“ 霍州窑成为元代时北

方地区生产最精细的瓷器产地”[34],这是迄今为止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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霍窑制瓷成就最为中肯而又恰如其分的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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